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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之残酷：权力意志下的欲与罪
———对《雷雨》救赎母题的再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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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曹禺在话剧《雷雨》中对宇宙和人生命运的“不可理解”之“残忍”性进行了独到
的思考与诠释，这充分体现在《雷雨》在群体关系、权力意志与宇宙权力意志对人生的双重影

响、生之残酷与疯癫的产生、生之残酷与救赎的困境这三方面问题的深沉叩敲上，从中可以看出

《雷雨》更为隐奥的创作母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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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中国现代话剧走向成熟的标志性剧作，
《雷雨》自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在日本上演伊始就伴随
着连作者都感到无奈的误读。概括来说，主要有两

种情形。一种是在社会意识形态的支配下对《雷

雨》进行现实主义视野（或说“原则”）的解读，将作

品的主旨限定于对腐朽没落的社会制度乃至伦理道

德的揭露；另一种则基于对《雷雨》原作中“序幕”和

“尾声”的重新接受，倾向于把作品的主题解释为对

西方基督教教义中原罪与救赎理念的演示。对前一

种误读的态度，当今的学者尤其是中青年学者应该

已有共识，本文无意再多赘述。而对目前几乎一边

倒的后一种认识，笔者却不敢苟同。毋庸置疑，由于

受到上世纪初开始作用于中国文艺界的基督教文化

的影响，《雷雨》中确实存在着浓厚的宗教情结，其

中的原罪意识和救赎色彩也很明显。但笔者认为，

仅从基督教基本教义的层面对原剧进行刻意释读，

与作者的创作初衷以及剧作文本所能折射出的生命

思考仍有距离。

一、生之残酷与权力意志

虽然曹禺本人很早就对基督教文化产生了浓厚

的兴趣，但不能忽略的另一个事实是，曹禺对西方古

典悲剧精神也颇有心得。在笔者看来，《雷雨》的创

作是一次有准备的且煞费苦心的创作，虽然剧本的

结构和诸多技巧的处理并无过多现代性的突破，但

在精神层面，青年曹禺却已真切感受到了那种神秘

新奇而莫可名状的事物（力量）之存在。曹禺本人

曾说，《雷雨》的降生，是一种心情在作祟，一种情感

的发酵。说它为宇宙作一隐秘的理解，乃是狂妄的

夸张，但以它代表个人一种性情的趋止。对那些

“不可理解”的莫名的爱好，在我个人的短短的生命

中是鲜明地划成一道阶段。笔者以为，曹禺在《雷

雨》中是借用了基督教的“原罪—救赎”模式，而着

意于反映和探索诸多的“不可理解”，以及此种情状

下的生之残酷———正是宇宙和生命轮回中的这些

“不可理解”又难以超越之处，注定了生命之旅的孤

独与残酷。而当时的曹禺已能隐约感知到生命在受

着一种不可知的意志的捉弄，这意志又是来自于多

方面的，以不同的形式作用于人们并让人们感受到

了它的“残忍”。所以，他说“写《雷雨》是一种情感

的迫切的需要。我念起人类是怎样可怜的动物，带

着踌躇满志的心情，仿佛是自己来主宰自己的运命，

而时常不是自己来主宰着。受着自己———情感的或

者是理解的———的捉弄，一种不可知的力量的———

机遇的，或者环境的———捉弄；生活在狭小的笼里而

洋洋地骄傲着，以为是徜徉在自由的天地里，称为万

物之灵的人类不是做着最愚蠢的事么？我用一种悲



悯的心情来写剧中人物的争执。我诚恳地祈望看戏

的人们也以一种悲悯的眼来俯视这群土地上的人

们。”［１］１８０１８１又说：“我不能断定《雷雨》的推动是由

于神鬼，起于命运或源于哪种显明的力量。……而

是我所觉得的天地间的‘残忍’，如若读者肯细心体

会这番心意，这篇戏虽然有时为几段较紧张的场面

或一两个性格吸引了注意，但连绵不断地若有若无

地闪示这一点隐秘———这种种宇宙里斗争的‘残

忍’和‘冷酷’。在这斗争的背后或有一个主宰来使

用它的管辖。这主宰，希伯来的先知们称它为上帝，

希腊的戏剧家称它为自然的法则。而我始终不能给

它适当的命名，也没有能力形容它的真实性，因为它

太大，太复杂，我的情感强要我表现的，只是对宇宙

这一方面的憧憬。”［１］１８０

在这里，笔者试图把这捉弄人而难以超越摆脱

的意志界定为对人的作为具有约束力的两种权力，

也就是说，人生的残酷性是在两个不同层次的权力

意志共同支配、作用下产生的：一个是人的群体关系

中的权力意志，包括社会与组织、家庭与伦理、传统

与文化等等方面的内容；另一个是凌驾于这一切之

上的更加威严而神秘的宇宙秩序———说自然的法则

也好，说上帝的意志也罢，总之这后一种权力能让人

们切实感觉到它的存在，但却又不可知，这是一种神

秘的命运感，它既令人们恐惧，又迫使人们起而超脱

它所带来的种种不可能。这两个层面的权力意志不

但同时发生作用，而且第一种权力意志的运作也应

该是第二种权力意志的有意识的外化表现。在《雷

雨》中，这两种权力意志同时把持着所有人物的精

神空间，与他们的内在精神因素构成了紧张关系，既

给了他们片断的愉悦与享受，也给了他们绵绵不绝

的困苦与幻灭，在一种极限状态和危缘化的审美生

存过程中构成了人物各自命运的广义的悲剧性———

生命运动在权力游戏当中成为了一种残酷的历险，

它的轨迹变得摇摆不定、不可预知、难以捉摸，而且

最终也只能在穷途末路中选择忏悔。正是在这个意

义上，作者在人生的这场《雷雨》中赋予了巨大的超

越了社会现实内涵层面的悲悯情怀，他说“我是个

贫穷主人，但我请了看戏的宾客升到上帝的座，来怜

悯地俯视着这堆在下面蠕动的生物。”［１］１８０

例如，《雷雨》在人物角色的设置上就很好地平

衡了各种权力关系。剧作中的八个主要人物，从资

本家、阔少、知识青年到底层工人，从贵妇、富家小姐

到侍女，几乎可以涵盖当时中国城市社会的所有阶

层。其中的中心人物周朴园恰恰就处在了生命的自

由意志、旧式家族意志与社会身份意志等多个势力

的矛盾漩涡点上。可以说，他的困惑痛苦也反映了

社会权力秩序、旧有道德秩序与藏在他内心深处的

多面人性的激烈冲突，而且这种矛盾的运动是双向

的，它作用的结果就是使周朴园既伤害了别人，也使

自己受到伤害，既是施罪者，也是受罚者。而从更高

的层面来看，这又是自然法则（上帝意志）在他命运

中的体现。这一法则的宰制性特征规定了人性的扭

曲、复原、提升与自身的身体欲望、社会的权力欲望

的因果关系。从周朴园生活中的几次感情变故也可

以看出，处在那样一个焦点中心的人是体尝不到真

正的人伦幸福的。他对侍萍的抛弃，他和“富家小

姐”的婚姻，他与蘩漪的两地分居，都验证了这一

点。耐人寻味的是，除了“雷雨”过后始有忏悔外，

在周朴园的眼里，他身边的家人几乎都有“病”，不

光是蘩漪有病，连周萍甚至周冲也有病，这充分说明

了社会、家庭、伦理、文化权力意志为他带来的心灵

的封闭，同时也成为更高权力意志为他最终走向异

常孤独的人生结局做出了最好的逻辑铺垫。而时至

今日，仍有论者这样认定———“毫无疑问，周朴园是

这场悲剧中该遭报应的元凶，他的罪恶来自于自私

自利不仁不义贪婪成性灭绝人性的家族传统，来自

于他图财害命和对自己家长权威的盲目崇拜与狂妄

自大……蘩漪的由麻木到疯狂是周朴园和周萍两代

人造成的，从因果报应来看蘩漪与周萍的乱伦是周

朴园冷酷和专制的结果，也是周家罪恶的必然报

应。”［２］笔者认为，这种观点的产生，是把第一种权

力意志狭隘地绝对化而完全忽略了第二种权力意志

的结果，这就把生命意图与生命价值的实现方式割

裂开来，也减缩了生之残酷的深刻内涵。

二、生之残酷与疯癫的产生

实际上，针对自由生命的权力组织从一开始出

现就意味着不仅仅在肉体上，而且在精神上对整个

的人的占有和操控。按照福柯的理解，这种权力意

志从根本上就是针对人的自由欲望（也包括性意

识）而出现的。它对人性的毁灭性打击，常常使得

现代人一边享受着“罪孽”式的性爱幸福，一边又要

维系虚妄的与爱无关的婚姻，在欲与罪的挣扎中，在

分裂的人格中尝尽人生的苦楚。在《雷雨》中，周朴

园是这样，鲁侍萍是这样，周萍和四凤也是这样，而

蘩漪则更是走到了一个极端的境地。比之其他人对

权力意志的妥协（比如周萍就是这方面的典型），蘩

漪的态度是绝然而然的，因为她以生理欲望的满足

抓住了过去已几乎令她绝望的生活。虽然这种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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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片断的隐秘的一小部分，但这片断人生经验的

真实性以足够填充她那已被蚀空的生命。换句话

说，对性快感愉悦的驾驭经验，体现了她自身主体化

实现过程的自由模式。为此，她厌弃了作为母亲和

妻子的角色和身份，只把自己还原为一个女人，正如

她所呐喊的———“我是人，是一个要真正活着的女

人。”在这里，其实可以认为，蘩漪为了自我生存美

学的实现，已经不得不进行权力的转换。一方面是

对社会权力（和义务？）的放弃与逃避，另一方面又

是以性欲望和生命快感的实现化解了对权力运作的

紧张感，同时也最低限度地保全了个体生命对性愉

悦感的表达权、选择权和实行权。而且，在特定的社

会规范下，性事务被规定为只有合“法”的夫妻才有

权实践，但是在蘩漪扭曲的家庭生活中，她因为无法

分享夫妻间的性经验而使“妻子”身份被空置起来，

她与周萍的乱伦也在某种程度上变相填补了“妻

子”身份感（以及与此身份同步的权力意志）的缺

失。此时，人性之真、道德与权力的共时存在已成为

一场无规则的“顽皮”而又残酷的游戏。

但是，做一个“要真正活着的女人”在现代社会

又是异常艰难的。曹禺说蘩漪是“在阴沟里讨着生

活”［３］４７２的人，是一头困兽。而正是蘩漪的具有原始

野性的困兽之斗，使她超越了权力意志，突破了权力

关系网的束缚。当然，这种困兽的决斗，同时也是以

蘩漪的被逐出“正常人”的世界———精神失常，即疯

狂———为代价的，因为她丧失了或者说被剥夺了作

为“正常人”的话语权和基本人格，所以只能走向精

神的既是自我救赎又是自我毁灭的道路。当真理主

体、权力主体和伦理主体都不能互相体认的时候，人

的精神异化和秩序的错乱就会必然发生。“也许蘩

漪吸住人的地方是她的尖锐。她是一柄犀利的刀，

她愈爱的，她愈要划着深深的创痕。”［１］１８３笔者更愿

意把蘩漪的疯狂放置在她的身体与灵魂范畴的性的

逻辑上来考察，这个逻辑与作为自然人的本能和原

欲相关。福柯曾对一种“绝望情欲的疯癫”有过归

纳，他说：“因爱得过度而失望的爱情，尤其是被死

亡愚弄的爱情，别无出路，只有诉诸疯癫。只要有一

个对象，疯狂的爱情就是爱而不是疯癫；而一旦徒有

此爱，疯狂的爱情便在谵妄的空隙中追逐自身……

但是这种惩罚也是一种慰藉；它用想像的存在覆盖

住无可弥补的缺憾；它用反常的欣喜或无意义的勇

敢追求弥补了已经消失的形态。”［４］但蘩漪的可怜

之处是她对周萍的依恋只是一种虚幻的“爱”，所以

她的疯癫就更加彻底和残酷，具有了一种虚无美学

的悲情意义。她以最纯粹、最完整的错觉的形式，或

者说是自欺欺人的形式，执着于灵魂的平衡，有时竟

达到不择手段、不计后果的地步。比如她多次对周

萍的不顾尊严与身份的苦苦哀求，以及剧中当周萍

和四凤要离去时她对周冲的怒骂，都可以证明这个

向生命的纯洁性要求最多也受害最深的女人，早已

把幻觉中的现实视为了自己生命中最为重要的

部分。

三、生之残酷与救赎的困境

说曹禺在《雷雨》中是借用了基督教文化模式，

是因为他在这部作品里仍然套用了基督教教义中的

“原罪”与“救赎”观念，但正如前文所述，曹禺既然

已能感悟到更多“不可理解”之处，那他的这一“借

用”就显然应该有着自己的用意。基督教的“原罪”

说认为人生而有罪，人的所有灾难都因这罪而来，人

因他的罪而离弃了上帝，而只有向上帝忏悔，得到上

帝对罪人的救赎，才能使灵魂得以解脱重获自由。

但这里有一个问题：那万能的上帝为何不使人类的

始祖远离毒蛇的诱惑呢？当亚当和夏娃已食禁果，

上帝又为何不予解药相救呢？当他们的后代屡负罪

孽，上帝又为何不当即明示使之猛省呢？所以人们

一直忽略了一个更原初的因素，也就是上帝的意

图———即他的权力意志的问题。这个意志所创造的

自然法则，乃是以原罪和原欲来作为救赎的前提，或

者说，原罪和原欲的发生，原本是为着人的（艰难而

几至不可能的）自我救赎而设计的。由此，生命的

残酷和命运的悲情语境就被纳构在了一个先在的原

动机制中。曹禺恰恰朦胧地触摸到了这一点，他在

《雷雨》中创造了一个充满罪恶的世界，刻画了一个

个负罪痛苦的灵魂。这痛苦的根源在于人生而有情

有欲，但是这原始情欲却又不能得到满足。这痛苦

的根源又在于人生而有罪，却在其一生中罪上加罪。

而在所有的过程中必将是持续的挣扎，人生的意义

其实就是这挣扎，而非遁入虚清的“忏悔”。青年曹

禺所关注、同情的其实是这挣扎的痛苦，他所探索、

叩问的也是这痛苦的原因。

但曹禺说他写《雷雨》，是将“一件错综复杂的

罪恶推到时间上非常辽远的处所。因为事理变动太

吓人，里面那些隐秘不可知的东西对于现在一般聪

明的观众情感上仿佛不易明了，我乃罩上一层

纱”［１］１８８。由此人们或许会理解被作者藏隐起来的

那种巨大的悲悯，以及悲悯下的无奈。尼采在《悲

剧的诞生》里认为悲剧是“伦理学上的基础，是人类

不幸的辩护；亦就是说，人类的罪过以及由于此罪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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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招致的痛苦在事物心中的悲剧———宇宙心中的矛

盾”。［５］《雷雨》正是在这种心理态势下基于对人生

的残酷性的模糊认识而产生的。由此，人们也就理

解了在《雷雨》中，用以衬托全剧的阴暗背景的一个

人物———周冲为什么会显得那么懵懂无力。周冲的

形象可谓是全剧的一个“亮点”，但他的生命单纯而

又脆弱，像流星一样转瞬而逝。曹禺说他“是这烦

躁多事的夏天里的一个春梦。在《雷雨》郁热的氛

围里，他是一个不调和的谐音。”［１］１８５对人生最单纯

美好的憧憬总是出自与人生距离最远、最不了解的

人的心里，这就是上帝对我们的戏弄。而曹禺本人

更是直道出了“他（周冲）的死亡和周朴园的健在，

都使我觉得宇宙里，并没有一个智慧的上帝做主

宰。”［３］２５８然而当生命逾越了它的极限，不管是像周

冲一样走向虚空的死亡，还是像蘩漪一样在自燃的

审美火焰中浴火重生，抑或又如周朴园幡然醒悟而

追悔莫及，都会获得生命的本义，事实上，逾越本身

就是意义。因此，高高悬置起来的跨跃了生命逾越

的“救赎”是不可实现的，人生的残酷性也是不可避

免的。所以，出现在《雷雨》时间两端的“序幕”与

“尾声”，也就包含了每个人的逾越，以及逾越的全

部的痛苦与快乐———年久失修的周家大院已成为教

堂的附属医院，充满了宗教的气息：神像的壁龛、钉

在十字架上的耶稣、教堂内合唱颂主歌同大风琴声、

巴赫的《ｂ小调弥撒曲》、纷纷扬扬的雪花、修女静读

《圣经》、经历和承载了所有亲人痛苦的周朴园终于

听到了上帝的声音……

早在６０余年前，就有论者认为“《雷雨》与其说
是一个社会中人的悲剧，不如说是一个自然中人的

悲剧。”［６］在自然中人的救赎与救赎的不可能的两

难境地中，曹禺的《雷雨》表达了他对生命的广义的

残酷性的认识。这种残酷不仅仅是肉体上的，更应

该是精神上的，也不仅仅只是人的群体与群体之间

的压制与暴力，更意味着生的欲望的原罪窘境、宇宙

的严峻以及命运的必然。可以说，这种生命的残酷

性包含了全部的生活之痛———既有生活之中的痛，

也有更加无情的必然性之外的无法超脱之痛。

［参考文献］

［１］曹禺．《雷雨》序［Ｍ］．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９４．
［２］殷杰，刘培利．《雷雨》神秘色彩解读［Ｊ］．名作欣赏，

２００６（４）：１１．
［３］曹禺．曹禺戏剧集：论戏剧［Ｍ］．成都：四川文艺出版

社，１９８５．
［４］米歇尔·福柯．疯癫与文明［Ｍ］．刘北成，杨远婴，译．北

京：三联书店，２００３：２６．
［５］尼采．悲剧的诞生［Ｍ］．李长俊，译．长沙：湖南人民出版

社，１９８６：３４．
［６］吕荧．曹禺的创作道路［Ｍ］／／中国新文艺大系·１９３７—
１９４９评论集．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１９９８：６６８．

［责任编辑：夏畅兰］

ＴｈｅＣｒｕｅｌｔｙｏｆＬｉｆｅ：ＤｅｓｉｒｅａｎｄＳｉｎｕｎｄｅｒｔｈｅＷｉｌｌｔｏＰｏｗｅｒＲｅ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ｏｎＳａｌｖａｔｉｏｎＭｏｔｉｆｏｆ＂Ｔｈｕｎｄｅｒｓｔｏｒｍ＂

ＬＩＰｅｉｌｕｎ１，２

（１．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Ｈｕｍａｎｉｔｉｅｓ，Ｓｈａｏｘｉ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Ｓｈａｏｘｉｎｇ，Ｚｈｅｊｉａｎｇ３１２０００，Ｃｈｉｎａ；
２．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Ｆｏｒｅｉｇｎ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ＢｅｉｊｉｎｇＦｏｒｅｉｇｎＳｔｕｄｉｅｓ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Ｂｅｉｊｉｎｇ１０００８１，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Ｉｎｔｈｅｄｒａｍａ＂Ｔｈｕｎｄｅｒｓｔｏｒｍ＂，ＣａｏＹｕｅｘｐｌａｉｎｅｄｔｈｅｆａｔｅｏｆｔｈ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ｅａｎｄｌｉｆｅ＇ｓ＂ｉｎ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ｂｌｅｎｅｓｓ＂ａｎｄ＂ｃｒｕｅｌｔｙ＂
ａｎｄｃａｒｒｉｅｄｏｕｔｔｈｅ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ｔｈｉｎｋｉｎｇａｎｄ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ｗｈｉｃｈｆｕｌｌｙｒｅｆｌｅｃｔｅｄｉｎｔｈｅ＂Ｔｈｕｎｄｅｒｓｔｏｒｍ＂ｔｈｅｄｏｕｂｌｅｉｍｐａｃｔｏｎｌｉｆｅｂｅｔｗｅｅｎ
ｇｒｏｕｐｐｏｗｅｒａｎｄｔｈｅｗｉｌｌｏｆｔｈ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ｅ，ｔｈｅｃｒｕｅｌｔｙｏｆｌｉｆｅａｎｄｔｈ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ｍａｄｎｅｓｓ，ｔｈｅｃｒｕｅｌｔｙｏｆｌｉｆｅａｎｄｔｈｅｐｌｉｇｈｔｏｆｓａｌｖａ
ｔｉｏｎ，ｆｒｏｍｗｈｉｃｈｗｅｃａｎｓｅｅｍｏｒｅｉｍｐｌｉｃｉｔｍｏｔｉｆｉｎｔｈｅ＂Ｔｈｕｎｄｅｒｓｔｏｒｍ＂．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ｔｈｕｎｄｅｒｓｔｏｒｍ；ｔｈｅｐｏｗｅｒｗｉｌｌ；ｍａｄｎｅｓｓ；ｓａｌｖａｔｉｏｎ

·４９· 中国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２００９年６月


